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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陈志明

文昌同志的第一部专著《中国现代诗论要略》就要出版

了。我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从此多了一部坚实的学术著作

而感到高兴，也为文昌同志的辛勤耕耘终于有了收获而深感

欣慰。

我喜欢这部书，可以举出许多理由，但主要还是由于它

选题新，体例好，以及理论观点上不褊狭，研究方法上有特色。

四”运动算起先说选题新。新诗创作如果从“五

其实，早在“五

作了 多个年头，而有关新诗的理论、批评以

四”以前，新诗人已在“尝试”白话诗的创

已经经历了

四”起直到今天，新诗创作一直在探索

及争论、讨论，几乎与新诗创作的历史一样久远。新诗创作在

新文学史上是一个有一定成绩的部门，产生过几位优秀的诗

人，出现过不少动人的诗篇，积累了若干有益的艺术经验。

但也毋庸讳言，自“五

中前进，始终未能在把握现实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继承传统

与借鉴外国的关系，踏上一条现代化的民族化的艺术的康庄

大道。对于诗歌创作中的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现代诗论家们

发表过很多意见。诗论家中有许多人学贯中西，有着开阔的学

术视野，其中多数人本人即是诗人，深知创作的甘苦，因

此，现代诗论不仅论域广阔，且多充满睿智的议论。其中不

少观点，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的实践与诗歌理论批评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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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

年代以来，情况有所改

设，以至在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的建设方面，无不仍然保有

其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但就现代诗论的存在形态而言，除

了朱光潜、艾青等少数诗论为专著外，多数是散见的单篇论

文甚或是序跋、书信。这就给现代诗论的资料搜求与进一步的

系统化研究增加了难度。故历来对现代诗论的研究以零星的

单篇论文为多，且涉及面较窄，主要集中在郭沫若等少数被

视为革命的或进步的诗论家身上。

变。杨匡汉、刘福春编选的《中国现代诗论》（上、下），为

学习研究现代诗论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原始资料；王永生主编

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其中一部分与诗歌的理论批评

有关，对于学习研究现代诗论颇多启发。但前者毕竟是资料

的选本，有别于专著；后者因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

性质而难以将笔力集中在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历史的描写叙述

上。常文昌同志的《中国现代诗论要略》，作为一部具有现代

诗论史性质的专著，正好填补了学术领域中的这一空白。全书

大体上以时间的先后为序，论述了中国现代诗论史上有代表

位诗论家。凡现代诗论史上三大流派（现实主义、浪

漫主义、象征主义）的主要诗论家以及不为三派所囿的重要

诗论家，基本上都已包括进去。梁宗岱、朱光潜、袁可嘉等

人的诗论极少有人研究，难度很大，但为了全面展示现代诗

论的历史面貌，著者能知难而进，一一作了专章论述。尽管

文昌同志自谦只要他的著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很

知足了，然而，从客观上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

开拓之功是未可低估的。

再说体例好。著者不取专题论列的写法，而是采用以诗论

家为研究对象的方式。这种体例的好处在于：中国现代诗论



年代又有以“二年代至

注意他们的文化背

具有多元并存、多维参照以及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如果

作专题归纳式的研究，经过研究者的切割分解，很难见出中国

现代诗论的本来面目。而文昌同志的著作采用以人立章的写

法，相对说来，就能较为完整地显示出中国现代诗论史本身所

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全书来看，《绪论》指出了“中国现

代诗论的特点”，勾画了“中国现代诗论的轮廓”，给人以中

国现代诗论的总体印象，涵盖各章，与各章的关系既是以虚

驭实，提神摄魄，又是对立互补，相得益彰。在各章的论列

上，从各诗论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具体写法虽然各有不同，

但总的说来，都能注意诗论家的全人

年代梁宗岱

景，学殖修养，也注意他们运用的理论方法。在全面考察的

基础上，提纲挈领地理出各人诗论的精彩之点，再从横向上

展开述评。著者的研究以“述”为主，但这种“述”，是经

过了深入研究之后，对研究对象的主要论点、论据作出的科

学的客观的“描写”，而非简单的论点排列与材料堆砌，著者

的“评”，是画龙点睛式的，或引中外诗论指明具体论点的来

龙去脉，或引证诗例以验证诗学观点的是非，或说明理论观

点的意义及其局限，往往是点到为止，不枝不蔓。全书的这种

体例与具体安排，体现了著者史论评结合、点与面兼顾以全

面系统地展示中国现代诗论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良苦用

心。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著者对具体论点的来龙去脉的介绍，

由于他对史料的熟悉，往往随手拈来，却能相当清晰地显现

出一条历史的线索。如第一章说康白情在新文学史上首次提

出“小我”与“大我”的概念，由此连带说到

“二我”的关系作过论述，对

我”讨论诗的情感，而在第二章论郭沫若时，也说到郭倡导



的“二我”统一论，从而勾出了现代诗论中论“二我”的一

条历史线索。又如，论梁宗岱的“诗的代数学”，先后提到

法国的瓦莱里，我国的闻一多，穆木天以及当代的徐敬亚等

人的有关理论主张。关于自由体诗与现代格律诗，则在胡适、

郭沫若、艾青以及闻一多、梁宗岱等章中都有或详或略的论

述。在评述闻一多对新诗发展前途的看法时，介绍了朱自

清、废名、袁可嘉等人的有关论述，又在评述朱光潜的诗论

时介绍了朱在新诗前途问题上的看法。上述种种表明，此书虽

是以以人立章见长，但同时注意交代论点的来龙去脉，又使

其带上了一些专题史的色彩。这对于多角度地审视现代诗

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再次要说到理论观点上的不褊狭。所谓“不褊狭”，也

就是持论中肯，但并非折中主义，放弃理论原则。例如，关于

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现代诗论家们有过不少论述。文昌

同志在述评时，总是站在当代诗歌发展的高度上，从熔铸古

今，沟通中外以提高当代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水平出发，

主张应该对遗产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强调伟大的诗人应该

继承优良的传统，但更应该超越古人，自辟新境。故他特别

欣赏梁宗岱在《谈诗》一文中所说的中国两三千年光荣的诗

的传统“是我们的探海灯，也是我们的礁石”。对于出现在

现代诗论中的西方影响，无论是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象征

主义或其他理论观点，著者都能辩证地对待，不走轻易否定

或全盘肯定的极端。而对于一些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诗

论观点与主张，诸如新诗的走向、诗歌的形式格律等历来众

说纷纭的问题，著者又能采取宽容的、兼容并包的集大成的姿

态，从而为诗人与诗论家展现出诗歌创作实践与诗歌理论探



四”以来的新诗，也并没有

四”以来的新诗，拒绝向外国

讨的极为广阔的天地与无限宽广的道路。关于持论的中肯，还

可举出对臧克家诗论的研究。该部分曾单独发表过。臧老见

到后，在来信中说，所作评论是“实事求是”的。这倒并非

一般的客套话。比方说，臧克家发挥了毛泽东的在民歌和古

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观点。不少人批评说这一提法是要

新诗从零开始，否定了“五

的作品学习。这种批评，与臧老诗学思想的实际相去甚远。

文昌同志则认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一

提法本身并不科学，但是臧老的原意是为了提倡诗歌的民族

化；何况，他并没有否定“五

拒绝学习外国。评论是如此客观、公允，这就毫不奇怪会得

到臧老的首肯了。

与持论的中肯相联系，《中国现代诗论要略》在研究方

法上也有值得注意的特色。从书稿中可以看出，著者并不局

限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他对中西诗论都相当熟悉，在治学上

颇为注意科学的研究方法，《绪论》及梁宗岱、朱光潜等章

中都有研究方法的论述即是明证。因而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

的方法也就很自然地成了这部书稿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

色。几乎每章中都有中外古今的纵横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

究。这种研究，加深并拓宽了书稿理论上的深广度，增强

了书稿的学术性和理论价值。研究方法上的另一特色是宏观

与微观相结合，这不仅体现在这部论著的总体结构上，除了

专章的论述，又有涵盖各章的《绪论》；也不仅表现在各章

之中，既有提纲挈领的总说，又有各个具体观点的述评；而

且还表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上，凡是与现代诗论有关的并在现

代诗论史上产生过影响的，大至于诗歌的方向、道路，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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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从兰州大学调来浙江大年

至于韵律、字词，也都无不巨细兼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

强了此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诗论要略》已十

全十美。不难看出，各章之间存在着的某些不平衡的情况：

对闻一多、朱自清、梁宗岱、朱光潜、袁可嘉等人的诗论用

力较多，相对说来，对胡风、艾青的诗论的研究就显得较为

薄弱。对“九叶派”诗论的研究只及于袁可嘉，对此派中的

另一诗论家唐湜的《意度集》未及论列；虽为资料所限，终

令人难免有遗珠之憾。但就全书而言，只能说是大醇而小

疵。至于究竟应该怎样才算是正确地评价了此书的是非功过

与成败得失，明眼人当不难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

文昌同志早年曾从我学中文。毕业留校任教后，又成了

我的年轻同事与文友。

月学之前，他早已在进行现当代诗歌的研究了。那一年的

中旬，他在来信中又说到此书的写作以及准备作为一门选修

课先行开出，并附来了一个写作提纲。当时我就相信他日后

不可或缺的素质

必将有成。因为我深知，在他身上具有一种每一个成功者所

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精神。仅就材料

搜求而言，除了注意书面材料，他还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臧

克家有一段评论闻一多主张的“诗无达诂”的话，有的研究

者即据以论定臧老本人即是赞成诗的“函数”说的。文昌同

志则从臧老诗学思想的总体以及有关字句的上下文中判断

出，这一看法与臧老的见解不合。为此曾去信向臧老请教，

结果证实了他的理解的正确。为了弄清“九叶派”的诗论，

著者曾访问了执教于西北民族学院的九叶派诗人唐祈教授

（现已故世）。唐祈认为，袁可嘉的诗论可为九叶派诗论的



世纪的西方文

代表，还出示了袁可嘉相赠的论文集《论新诗现代化》。文

昌同志知道，尽管从政治上去划分诗人的营垒，袁可嘉在过

去并不属于“革命诗人”的行列，在他的诗学思想中存在着

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但他对艺术确有不少精到的见解，故

仍立以专章，作为一个重点研究的对象。

令我深信文昌同志必将成功的另一点原因，是他所具有

的宽厚的学术功底。文昌嗜诗。他读诗，写诗，研究诗，但

从不把自己局限于诗。他在重视阅读各类文学作品的同时，

十分注重理论的学习。记得他在毕业之初曾问学于我，我建

议他注意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要学好文学理论。他下功夫

学习过以群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文学的基本原理》，在

有了大致的理论框架之后，又进而涉足中外文论与美学理

论。近几年来，更以较多时间集中阅读钻研

论，并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不止一次讲授“文学研究新方

法”的选修课。他学古、学西方、目的只是为了驱遣古人、洋

人为我所用。故学古而不泥古，没有头巾气；学西方而不崇

洋，不作洋调洋腔。由于具备了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学得

又活，这就有可能富于创造性地在学术上进行开拓。《中国

现代诗论要略》中的有些观点是大家公认的，如闻一多、何

其芳的格律说，艾青的“散文美”，郭沫若的自我表现说，等

等。但由于著者能以深邃的眼光透视，故仍能提出自己的见

解。俞平伯早期诗学观的代表作，有的选本选录他的《社会

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见《中国现代诗论》），有的

则选录他的《〈冬夜〉自序》（见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理论批

评史研究室编选的《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一册）。文昌同志

则认为，最为全面地反映了俞平伯的早年诗学观的，应是其



世纪的说理诗存在，因而文昌

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著者论闻一多，关于“效率”与

“价值”的统一，关于“绘画美”的内涵以及“音乐美”、

“绘画美”、“建筑美”三者的关系，都有较为深入的论述

与独到的见解。朱自清主张诗的散文化，尽管难以成为学术

界的共识，但有宋诗与英国

同志认为这一主张自有其历史的依据，是不宜轻易加以否定

的。袁可嘉受西方新批评派的影响很大，梁宗岱深受法国象

征派的影响，由于著者钻研过西方的现代文论，也就容易见

出他们与西方文论之间的联系，作出较为中肯的评述。至于

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的诗论，从总体上看，无不是

沟通中西的产物，著者既有宽厚的学术根底，故能站在中西

诗论融合的角度体察，作出较为符合各人诗论实际的描写和

评论。

文昌同志正当壮年，前程未可限量。相信他的学业将日

见精进，相信他在学术研究上将会有新的更大的开拓。我期

待着。

浙江大学求是村寓所

月年 日序于



绪 论

别林斯基说，“诗是最高的艺术体裁”。（《诗歌的分

（《诗

类和分科》，见《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艾青称诗为文

学的文学，“是文学的顶峰，是文学的最高样式。”

与宣传》）文学艺术发展到今天，其种类更加繁多，但是我

们仍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保姆。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丰富悠久的文学遗产中，如果

小说、戏剧是波涛汹涌的江河，那末诗则是浩瀚无边的大

海。古人极重视诗，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中国第一部

诗歌总集被称为《诗经》，却没有过小说“经”，戏剧

小

“经”。这自然是古人的观念，却足见诗在中国古代的地位

高于其他文学样式。到了近代，受西洋文学观念的影响，

说的地位越来越高，因为小说能以更大的容量广阔地展现社

会生活和人的内心的复杂活动。除了小说外，电影、电视文

学的迅猛发展，夺走了数以亿计的观众，诗的地位大幅度跌

落。闻一多曾断言，现代社会已进入散文的时代，这是世界

文学发展的趋势。（《文学的历史动向》）尽管如此，诗仍

然具有神奇诱人的魅力。不少人带着浓厚的兴趣读诗、写

诗，许多青年甚至想成为诗人。诗仍然是一架弹奏着人们优

美心曲的钢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诗永远是最精粹的

文学，诗歌创作永远不会枯竭，它将与人类的心灵同在，与

社会生活同在，将与日月同光，与群星争辉。只要人类不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现代诗论的特点

成为冷血动物，诗就不会消亡。

另一方面，诗的基本的美学原则将是不朽的。从这个意

义上说，诗不仅充当过其他文学艺术的保姆，同时也是一切

新兴文学艺术的“奶娘”，她以自己丰富无比的乳液哺育着

新兴文学艺术的成长。诗也要汲取其他文学艺术的长处，以

免使自己老化；但她奉献出的更多。胡风曾深有感触地说，

诗是文学里面历史最久的最重要的体裁，美学上的重要的原

则，许多是从这个体裁的实践中提升出来的（《胡风评论集

写在后面》）。

中国现代诗论，产生于东西方文化撞击交汇的背景中，

向 发

它既是对中国传统诗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外国诗论的借

鉴和汲取；同时，也是新诗创作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现代诗

论家革新、创造的结晶。因此，全面地系统地研究现代诗

论，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不可缺少

的组成部分；同时，对于推动新诗创作沿着正确的方

展，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以

中国现代诗论联结着中国古典诗论和外国诗论，又凝聚

着现代诗论家对古今中外诗歌创作经验，尤其是“五四

来新诗创作经验的总结。因此，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多元并存的态势。由于中国现代社会在思想文化上处于

开放的状态，外国各种文艺思潮先后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过

一定的影响。中国现代诗论，作为学术研究，各种探索性的

观点，都纷纷出现。这就使单一的、众口一词的诗学观不



言。”（何其芳

复存在，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现代诗论虽不免芜杂，却

又具有丰富性。举例说，诗是什么？看起来似乎是不成问题

的问题，稍有诗的常识的人，都能体会到什么是诗。但仔细

考究，却是一个困扰人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给诗下过种

种定义，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中国现代诗论家，对诗的本

质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侧重写实主义的诗论家，要求新诗

“但求其不失真，但求其能状物写意之目的”（胡适）；倾

向于浪漫主义的诗论家说，诗是诗人的“自我表现”（郭沫

“诗成为枪，

若）；着眼于功利性的诗论家，认定诗是战斗的武器，要使

革命的枪”（田间），对友军是号角，对

敌人是炸弹（郭沫若）；有以善为诗的目的（俞平伯）；有

以美为艺术的鹄的（新月派）；有主张诗是贵族的（康白

情）；有主张诗是平民的（俞平伯）；有把诗定义为“有韵

律的纯文学”（朱光潜）；有认为诗的世界是潜意识的世界

（穆木天）；有相信诗不单是真实，也不单是想象，是由真实

经过想象而来的（戴望舒）；也有将诗的本质概括为：“最

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和着丰富的想象和感

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

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

⋯即此一例，足见现代诗论多元并存的

特点。现代诗论涉及的范围远非诗的本质所能包容，要广阔

得多，所讨论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多元并存，其中必然有

偏颇，但作为学术问题，却也能呈现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的切磋竞争局面。

多维的参照系统，是中国现代诗论的又一特点。由于具

有宏阔的文化视野，现代诗论家能在众多的参照系统中，确



或以欧美现

定自己的选择。或以写实主义为参照系，或以浪漫主义为参

照系，或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参照系，或以法国象征

主义为参照系，或以印度、日本小诗为参照系，

代派为参照系，从而形成中国现代诗歌流派纷呈的局面。以

的诗，也参照了英国

朱自清为例，他对诗的散文化的看法，不仅参照了中国宋代

世纪的说理诗；他关于诗的多义性的

看法，就受到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瑞恰慈的影响；他提出的

“远取譬”与“近取譬”的概念，不仅与中国古代的“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相联系，同时也与瑞恰慈的“远距离交易

原则”相通。多维的参照系统，除了诗学的参照外，还包括

诸如美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的参照层次。如胡适提出的

诗的进化观，就是参照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此论证诗歌发

展变化的绝对性，为革新者提供了理论武器，这在“五四”

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中国现代诗论的另一特点。

方重恋

代诗论家运用最普遍的是社会学和美学的方法，前者紧紧抓

住诗与时代、与社会的联系，后者则执著于诗的美学特征。

除此而外，还运用原型批评方法（闻一多等）、比较诗学的

方法（梁宗岱等）、借鉴英美新批评的某些方法（袁可嘉

等），或者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朱光潜等）。以比较文学

方法为例，朱光潜比较中西诗的异同说：在人伦方面，西诗

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中朋友的交情与君臣的恩谊比爱

情诗还要多。这是因为西人重个人主义，中国重“兼善主

义”；西方女子地位较高，中国女子地位较低；西

爱，中国重婚姻。中西人伦的不同，导致西诗以直率胜，中

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



中国现代诗论的轮廓

胜，中诗以简隽胜。在自然方面，西诗以刚性美为主，中诗

则侧重柔性美。西人把大自然全体看作神灵的表现，具有泛

神主义色彩，中国诗则很少有这种境界。在哲学和宗教方

面，中国诗哲学较平易，宗教较淡薄，这是因为中国人重实

际而不务玄想，西人则相反。⋯⋯中国现代诗论家中有不少

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在诗歌研究方法的拓宽和刷新上，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古典诗论，多为诗话体，其中不乏吉光片羽，简炼

亲切，长于综合与直觉，短处是零乱琐碎，不成系统。相

反，西洋人长于逻辑分折，其诗论系统性较强。中国现代诗

论家既注意对传统诗论的继承，又力求以西方诗论之长弥补

中国诗论之短。现代诗论中类似朱光潜的《诗论》那样系统

的、完整的诗学专著虽然较少，但无论是凝结着诗人创作甘

苦的诗话，或偏于理论分析的论文，不少也能自成体系。可

以说，现代诗论融合了传统诗论与西方诗论写法上的某些特

点，为以后诗学理论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诗论繁复交错，如果勉强用几条线索去勾勒，

很难涵盖其丰富的内容。为了叙述的方便，不妨从以下几个

角度来勾划其轮廓：

从诗歌流派的角度看，有人将新文学第一、第二两个

年的新诗分为 个流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派，以朱自

清为代表的“人生派”，以刘半农、刘大白为代表的“新元

白诗派”，以冰心为代表的小诗派，以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



诗派，以冯至为代表的新婉约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

“新月”诗派，以鲁迅为代表的散文诗派，以蒋光慈为代的

三个

表的“普罗诗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如果算上第

年，我们还可以补充几个流派：以蒲风为代表的中国

诗歌会，以臧克家为代表的乡土诗派，以胡风为核心的“七

刺诗派，以及由辛笛、穆旦等

月诗派”，以李季为代表的新民歌派，以袁水拍为代表的讽

人组成的“九叶诗派”。在

这些流派中，有的只有创作，没有自成体系的理论，有的创

作与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如小诗的创作以冰心、宗白华为代

表，系统总结小诗理论的却是周作人；臧克家是乡土诗的代

表诗人，但他的诗论主要不是讲乡土诗。如果以流派划分诗

论，成就较高或影响较大的是：代表浪漫主义的是郭沫若；现

诗歌会的蒲风、任钧⋯

实主义诗论的阵营最大，胡适、胡风、艾青、臧克家、中国

；闻一多既是“新月”诗派的成员，

又与“新月”诗派其他诗人有别，他的诗论前后期变化也较

大；象征派诗论成就最高的是梁宗岱，比起早期象征派穆木

天、王独清的诗论来，梁宗岱的更严密，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七月诗派”中，写过诗论并且产生较大影响的是胡风。艾

青既是“七月诗派”的成员，又不完全属于这一流派，他的

诗论成就较高；九叶诗人中，袁可嘉与唐湜等都写过诗论。

除此而外，二朱（朱自清、朱光潜）的诗论无疑成就较高。

从社会学的角度，尤其是从政治的层面勾勒诗歌流派。

诗集序》中就是以革命与非革命艾青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也不排斥以此为审视点，勾

的标准划线，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到普罗诗歌、中国诗歌

会、七月诗派等为一条线；“新月”诗派、象征派、现代派

为另一条线。对中国现代诗论



划其轮廓。诗论家固然离不开政治，他们也分属于各个阶

级，但是以政治代替诗歌创作或诗论，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从诗歌形式方面勾划现代诗论的轮廓，大致可分为自由

体诗论、格律体诗论和民歌体诗论。“五四”时期，新诗创

作以自由体为主；后来，“新月”诗派一出，格律体产生了

不小的影响；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民歌体产生了一批优秀作

品。自由体诗论最有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和艾青；格律体的代

表是闻一多，后来何其芳等人也提倡现代格律诗；民歌体的

创作，解放区文化氛围的影响，远远大于任何一个诗论家的

提倡。

从诗的本质上，还可以将现代诗论划分为：表现派，写

实派，审美派和功利派。

但是，无论从那一个角度划分现代诗论的轮廓，都会有

利有弊。由于各个诗论家的情况较为复杂，既可能属于某个

流派，同时又并不完全属于某个流派；既可能同时属于几个

流派，又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可能在早期主张浪漫主

义，后期又倒向现实主义；也可能一度主张审美说，后来又

转向功利主义等等。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本书主要以诗论

家为线索，展示中国现代诗论的主要观点和成就。同时，也

不以文艺思想斗争为主，而把重点放在诗歌理论的研究上，

尽量理出有学术价值的诗歌理论观点。


